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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錫瑞《詩》主諷諭説探論
蔡長林
　 　 【摘　 要】本文旨在探討皮錫瑞之《詩》學主張。文章首先指
出《詩經》學中主刺的傳統，不必待新的學術時代之來臨纔黯然失
色，其實在以《毛詩》學爲主流的《詩經》論述裏，這樣的諷諭傳統，
已被排斥在《詩經》學的解釋序列中，反倒是此一諷諭精神，保留在
歷代詩歌著作中。其次，指出皮錫瑞依漢代文獻舉證《毛詩》學系統
裏對《周南》、《召南》出以后妃教化之解釋，並非《詩》之本義。尤其
從對《關雎》一詩性質的認定上進一步指出漢代官方的今文《詩》學
立場對詩歌的性質與功能一直有清楚的認識，就是以《三百篇》當諫
書。於《關雎》，則有臣子之主文譎諫，而無后妃之德風天下。再次，
皮氏指出後世詩人得風人之遺者，雖托言男女，非實言男女。進而
批評朱子的《詩》學態度有失偏頗，於《楚辭》之托男女，近於褻狎而
不莊者，未嘗以男女淫邪解之，獨於《風》詩之托男女近於褻狎而不
莊者，必盡以男女淫邪解之。最後，指出皮錫瑞認爲《詩》之主刺，並
非怨刺之意，而是以温柔敦厚抒其情，委婉曲折以達之，所謂“托物
爲諭，隱約其辭”，“不言理而言情，不務勝人而務感人”者。
【關鍵詞】諷諭　 關雎　 毛詩　 三家詩　 皮錫瑞
一、前　 　 言
皮錫瑞著《詩經通論》，旨在藉由討論《詩經》學歷史上遺留下的各種問
題，爲自身經學立場張目，同時以其個人見解，評論歷代《詩》説得失，展現
其學術理念。綜觀其討論内容，則《詩經》學史上的重要問題，可謂皆已涵
蓋其中。基本的議題如孔子是否删《詩》、笙詩六篇是否應列入《詩經》之
中、《詩》是否入樂、對四始之説的别擇、對《詩》之六義的去取與對《詩》教
的評論等，皆在討論之列。另外，出於今文學立場對三家《詩》的維護而批
評《毛詩》、《毛傳》與《小序》，也是題中之義。同時，對代表漢、宋《詩經》學
高峰的《鄭箋》、《朱傳》，在肯定中時出微辭，亦是可以類推而得。至於對
《詩序》的存廢問題，對《魯》、《商》二頌作者的探討，對正歌與無算樂的分
疏，以及對聖人無父感生之説的堅持，都可以從中窺見皮氏的經學立場①。
然通觀《詩經通論》之核心議題，而對吾人治《詩》有所啓發，且有作深
入探究之價值者，竊以爲不在校論三家與《毛傳》之是非（雖然皮氏對此著
墨甚多），亦不在於對《鄭箋》、《朱傳》之去取，更不在於他對各種今文《詩》
説的明顯偏袒，而是在於他對《詩》之諷諭精神的强調。按皮氏在《詩經通
論》中，頗爲喜歡使用“諷諭”一詞，來説明三家《詩》主刺之立場。雖然三
家今文《詩》學與《毛傳》系統的《小序》及鄭玄都没有直接使用“諷諭”這一
名稱，但其所强調的美刺諷諫原則，和後來文人所謂的“諷諭”之間，其精神
實質是一致的。而“諷諭”一詞用於詩歌解釋之中，指的是通過作品反映某
些政治社會現象，向上位者進行規諷勸告②。按照四家《詩》學的美刺解釋
之説來看，《詩經》風、雅兩部分詩篇，有不少是詩人對當權者規諷的作品，
而且我們也很容易從毛氏與三家的詩歌解釋當中，找到這類的例子。但
是，詩歌的諷諭精神，在《詩經》學的解釋傳統裏，還是在很大的程度上被稀
釋了，反而是後世文人創作的詩歌裏，保留了相當鮮明的諷諭特質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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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有關對皮錫瑞《詩經》學重要内容的介紹，可參胡靜君《皮錫瑞〈詩經通論〉研究》，臺中：私
立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１９９６ 年碩士論文。
蔣伯潛論《詩》之美刺即言：“詩人對當時之社會政治，有所贊美，或有所諷刺，則於抒發情感之
外，恒帶有評論事理之性質。三百篇之詩，以東周前後之作品爲中堅；此一時期，周之王室已日
漸陵夷，諸國之紛爭，政治之黑暗，社會之變動，已開春秋戰國之局。故此時期之詩，諷刺之作，
多於贊美。”《十三經概論·詩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２２７ 頁。
例如鍾嶸的《詩品》在評論左思的詩歌時，曾言：“文典以怨，頗爲精切，得諷諭之致。”其意在贊
美左思《詠史詩》抒發了寒士不得志的憤慨，更抨擊當時不合理的門閥制度。又《詩品》評論應
璩的詩歌時，亦言：“指事殷勤，雅意深篤，得詩人激刺之旨。”乃是贊美應璩寫作《百一詩》，向曹
魏當權者，大將軍曹爽進行規諷。從這兩個例子可以看出，激刺與諷諭在語意上基本相同，這是
現存古代文獻中較早用諷諭一詞稱道詩歌的例子。要言之，自《詩經》以後，諷諫或諷諭的傳
統，在歷代文人的詩賦中，隨處可見。戰國時期的屈原、宋玉，兩漢的司馬相如、張衡，魏晉六朝
時期的應璩、左思，都是顯例。唐代陳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不必論，至於宋代，蘇轍
想要説明在《詩經》學的解釋傳統裏，詩歌的諷諭精神被稀釋了的原
因，其實並不困難。最主要的原因，個人以爲與學者模糊了教化與美刺之
説，有很大的關聯。按《詩大序》提出的教化諷諭二端①，與四家釋《詩》時
常用的美刺説之間，其實在概念上是有意義之差别的，却是在《毛詩》美后
妃教化之德的解釋裏，屢遭混用，而《毛詩》的解釋系統，又是歷代《詩經》學
解釋的主流。許多漢代官方《詩》説主張屬刺之詩（如《關雎》、《鹿鳴》），皆
在此教化之説影響下，作成頌美后妃夫人，成就王化之基的解釋。所以，至
少在《毛詩》學的解釋系統裏，美刺與教化之間，在概念上會産生模糊與混
用的情形。質而言之，教化出於上，諷諭出於下。班固《兩都賦序》言“或以
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可以説是《詩大序》教化諷諭之説
的翻版。而李善對這兩句話的注解，不論是引《國語》所載泠州鳩“夫律，所
以宣布哲人之令德”以釋下句，或是直引《詩大序》“吟詠情性，以諷其上”
以釋上句，也同樣是從教化與諷諭兩個角度進行注解的②。然而，美刺從理
論上講，都應該是屬於諷諭的範疇而非教化的範疇，是批判意識而不是歌
功頌德。所以鄭玄《詩譜序》所言“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
以匡救其惡”③，雖是把美刺的分别説得更明白，却不見得把美刺的功能詮
釋得足够貼切，至少是未曾在諷諭的前提下，將美刺的作用作内在的聯繫。
許多《詩經》解釋的例子表明，“美”其實是一種表達的策略，藉由稱頌或勉
懷，爲藴藏於頌揚文字背後之諷諫（刺）意圖作鋪陳。换言之，《詩》之以美
爲諫者，在頌揚的背後，常隱含勸戒之意。此類題材，不獨《詩經》有之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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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緣詩人之義，托事以諷”，更是著名的典故了。鍾嶸《詩品》，北京：首都師範大
學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１１５、１１７ 頁；王運熙《諷諭詩與新樂府的關係和區别》，載於《復旦學報》第
六期（１９９１ 年），第 ７７—８１ 頁。
按：《大序》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又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
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
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
懷其舊俗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此其言風
之義，而有風化與風刺之異。有學者以爲《大序》所言，尚有觀風俗一端，本文暫不討論。孔穎
達《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十三經注疏》本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１１—１７ 頁。
班固《兩都賦序》，收入蕭統編、李善注《昭明文選》，臺北：文津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３ 頁。
鄭玄《詩譜序》，收入《毛詩正義》，第 ４ 頁。
按：《卷阿》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詩中透露出一派雍容祥和的盛世氣象。詩首章曰：“豈弟君
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箋》云：“王能待賢者如是，則樂易之君子，來就王游而歌，以陳出其
聲音，言其將以樂王也，感王之善心也。”顯示此詩是借君子之遊而獻詩以頌，是臣下向天子獻詩
而作，乃是周代獻詩制度的産物。然《詩序》却釋之曰：“《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至少
《尚書》亦載其例①，至於漢人大賦鋪張揚厲的文字後面，未嘗不含有勸諫之
目的②。换言之，諷諭固然兼包美刺二者，但重點則更在乎刺。詩歌頌聲的
背後，其實還隱藏著勸戒的意圖在其中。因此即使對某一首詩歌作出了頌
美的判定，在“下以風刺上”的諷諭前提下，其實還隱藏有未發之覆。所以，基
於此一意内言外的認識原則，吾人對《詩》之美刺的認定，有時或許並不須以
絶對的對立來看待，因爲有時候，美即是刺③。而所謂刺，即是諷諭、諷諫之意。
從另外一方面來看，同一首詩而毛氏言美，三家言刺，也不是彼此《詩》
學系統矛盾關鍵之所在。畢竟言《詩》之美刺，《毛詩》有，三家亦有之④，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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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序》作者的角度來看，《卷阿》雖以頌美爲言，借答歌陳詩以祝禱，但更深層的意義
還是在於勸諫。只不過它是以一種委婉的、具有言外之意的方式表現出來。《毛詩正義》，第 ６２６頁。
例如《尚書·皋陶謨》：“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
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
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
往，欽哉！’”從皋陶賡續帝歌而頌“元首明”、“股肱良”來看，這是首頌歌。不過皋陶再接續賡歌而
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則明顯是有諷諫之意。孔穎達《尚書正義》，臺北：藝文印
書館影印《十三經注疏》本 １９８８年版，第 ７３—７４頁。按：《正義》本此段文字在《益稷》篇中。
例如司馬遷即認爲司馬相如的作品雖是“靡麗多誇，然其指諷諫”。又説他的賦即使是虛辭濫
説：“然要其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諷諫何異？”司馬遷《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北京：中華
書局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３０７３ 頁。相關討論，亦可參簡宗梧《漢代賦家與儒家的淵源》（載於《孔孟學
報》第三十九期）及《漢賦文學思想源流》（載於《政大學報》第三十七、三十八期）二文；范瑞珠
《〈詩經〉與漢賦之關係》，載於《孔孟月刊》第十九卷，第四期。
按：《國風》、《小雅》中以美爲諫的詩作甚多，許多詩從文辭觀之，實爲頌美之辭，然《小序》却以刺
釋之。如《君子偕老》，《小序》以爲是“刺衛夫人也”。若參考《左傳》載宣姜與公子頑私通之事，可
知《小序》作者之意，以爲詩篇表面雖讚宣姜之美，其言外之意則是諷刺宣姜作爲國君夫人，宜與宣
公白頭偕老，不應做出悖禮亂倫之事。所以，頌美宣姜是詩篇表面的、淺層次的含義，刺、諫纔是其
深層次的言外之意。另外，見於《小雅》者，如《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其義顯白。至如《菁
菁者莪》“汎汎楊舟，載沉載浮”，《賓之初筵》“飲酒孔嘉，維其令儀”等，則多有微言諷諫之意。相
關討論，可參祝秀權《以美爲諫的周代獻詩》，北京《光明日報》，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 ２２日。
按：三家中，《魯詩》以三百篇爲衰世之造作，如《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周道缺，詩人本之
袵席，《關雎》作。”《儒林傳叙》曰：“周室衰而《關雎》作。”《十二諸侯年表》又云：“仁義陵遲，
《鹿鳴》刺焉。”王符《潛夫論·班禄篇》云：“忽養賢而《鹿鳴》思。”則是以《三百篇》之《風》、
《雅》爲刺詩，且無正變之論。而《齊詩》如《羔裘》，《漢書·蓋寬饒傳贊》：“雖詩之所謂國之司
直，無以加也。”顔師古注曰：“言其德美，可以主正直之任也。”《韓詩》如《羔羊》，《薛君章句》
云：“詩人賢仕爲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絜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後漢書·王涣
傳》注引）又《秦風·黄鳥》一詩，《毛傳》、《小序》以爲刺穆公以人從死，而王先謙引《史記》、《漢
書》、《易林》、曹植《三良詩》，言三家皆謂秦穆邀人從死，穆公既死，三臣自殺以從。按《史記·
秦本紀》記三良之從死，“秦人哀之，爲作《黄鳥》之詩”。然《漢書·匡衡傳》疏云：“秦穆貴信，
士多從死。”則於三臣之自殺以殉，亦有推許之意。江乾益《陳壽祺父子三家詩遺説研究》，第 ４７
頁；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臺北：明文書局 １９８８ 年版，第 ４５２—４５３ 頁。
乃繼承自先秦儒家《詩》教之傳統，對於同一首詩歌雖有美刺認定之差異，
其同爲儒家《詩》教語境下的産物，當無異議。何定生即指出，毛、鄭之學，
雖與三家《詩》大有出入，但皆不外以諫書思想爲歸①。另外，誠如劉立志所
言：“漢儒説《詩》並未擺脱先秦《詩》説的束縛。《詩》之興喻所指已由孔孟
確定爲詩意正宗，漢儒是在尊奉繼承先師所論的前提下，從文獻字詞訓詁
的角度闡發《詩》旨，他們是戴著脚鐐跳舞。……總之，漢儒並未根據語詞
訓詁建構起相應的探求作者詩心的《詩》學闡釋體系。他們没有將先師附
著的‘大義’從詩意中剥離出來，而是通過語言闡釋極力證成其説，美刺成
爲指向《詩》之大義的萬能鑰匙。因此，儘管漢儒在字詞訓釋上出入古今，
融會四家，但其説《詩》終究無法擺脱其限定性，漢代《詩》學無法超越其時
代局限。”②所以，從價值立場言之，四家之《詩》，在本質上差異不大。
既然美刺同屬於諷諭的範疇，而三家與毛《詩》的主要矛盾也並非建立
在美刺之説上，那麽，二者之間最大的衝突何在？答案已不難明白。即是
毛《詩》體系繼承與發揮來自《詩大序》稱頌后妃之德的教化説。皮氏之所
以屢言《詩》主諷諭者，即是表達對《詩》學理論中的教化説之不滿。如前所
言，由《詩大序》與毛《詩》所持的后妃教化之説，是由上而下的“君上風教
鼓動萬物，如風之偃草”③，此與由下而上進行勸誡的風人傳統，有本質之
異，也是三家與毛《詩》在解釋上無法調合之處。雖然詩者是志之所之，但
是在三家的解釋系統裏，看到的是“下以風刺上”的刺過譏失的政治寓意，
而不是强調“上以風化下”的止僻防邪的教化功能。
皮氏在《詩經通論》的首章、二章中，一再强調《詩》義之難明，一再强調
不因《詩》説越古而《詩》之正義即可求得。如此陳説，不是發明什麽後現代
解釋學的《詩》學詮釋，而是意有所指於毛《詩》與《左傳》系統的《詩》説，並
不見得比三家高明。如果三家真如班固所言，咸非本義的話④，那麽毛《詩》
與《左傳》賦詩斷章的《詩》説，同樣不可據以爲本義。皮錫瑞當然不認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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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定生《詩經新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１９６９ 年版，第 １１—１２ 頁。
劉立志《漢代詩經學史論》，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１０６—１０７ 頁。相關討論尚可參吳萬
鍾《從詩到經———論毛詩解釋的淵源及其特色》，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１ 年版，尤其是第一、五、六
章部分；譚德興《漢代詩學研究》，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尤其是第二章部分。
《毛詩正義》，第 １６ 頁。
班固云：“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説，咸非本
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見班固《漢書·藝文志》，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１０７８ 頁。
《詩》之正義不可得，而是認爲正義、旁義之標準不應是由《毛傳》系統來認
定，而是要在詩人所作與孔子所定這兩個層次上見其意義。這當然與他調
合《關雎》爲刺詩，同時又認爲《關雎》爲四始之首列於正《風》之矛盾説法
密切相關（詳第三節）。但是他對《毛傳》亦非本義的批評，不論從歷史事實
抑或是現代解釋學理論的角度來看，並非毫無根據。换言之，《毛詩》系統
的教化之説，既不是什麽《詩》之本義正義，也就不必然要據以爲解《詩》之
所依了。所以，對於《關雎》、《鹿鳴》等三家以爲刺，而毛《詩》以爲美后妃
教化之作的歧見上，皮氏更是著力於分疏三家主刺之説的歷史依據及其解
釋之合理性，欲以從中窺見風人之旨。换言之，皮氏是在提醒我們，應該站
在什麽樣的立場看待《詩經》，尤其是《風》、《雅》的部分。今文家是以諷諭
的心情來看待的，在此諷諭的立場之下，《毛傳》與《小序》固不必論，即《大
序》主教化説《詩》這一層，亦遭皮氏剥離，不再成爲皮氏理解《詩經》性質
的指導理論。以下謹就皮氏《詩經》論述中之諷諭觀點，進行探討，以見皮
氏經學理念之抒發，以論其見解對當代學者治《詩》之意義。
二、《關雎》何妨爲刺詩
太史公嘗言：“周道缺，詩人本之袵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
焉。”①蓋史公本《魯詩》，以《關雎》、《鹿鳴》爲詩人陳古刺今之作。冠名陶
潛所撰的《集聖賢群輔録》云：“顔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②雖不知此
顔氏確指爲誰，然《詩》確有以諷諫爲義者。另外，蘇轍在《亡兄子瞻端明墓
誌銘》中言：“初，公既補外，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
詩人之義，托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③對於這條記載，我們似不應僅從《詩
經》學史的角度看待問題，簡單地將蘇轍的《詩》學立場論述爲反毛，或者列
入三家《詩》陣營，而是應該站在一個當代經學家的立場來思考，《詩經》留
給治經者最大的遺産，或不在后妃之德、王化之基，也不在依於史實，了解
彼時男女傷春悲秋的愛戀情狀，更不在於援引西方社會學知識，對詩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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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第 ５０９ 頁。
陶潛《集聖賢群輔録》，收入《箋注陶淵明集》，臺北：“中央”圖書館 １９９１ 年版，卷十，第 ３５６ 頁。
蘇轍《欒城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卷二十二，第 ３ 頁。
行古代社會史的研究，當然也不在於精神分析學或者是文化人類學之類的
思維下，作爲探索兩性隱喻的研究文本，而是在此延續不絶的風人傳統，即
所謂的“緣詩人之義，托事以諷”者。
原因很簡單，經學向來就是政治語言而不是歷史語言或文學語言，更
不是現代學科意義下的社會學或文化人類學語言。我們當然尊重以各種
學科方法研究經學的可行性，但如果經學研究者可以棄政治語言於不顧，
那麽他的身份可以是運用經學文獻的文學家、史學家、語言文獻學專家，或
者是社會學專家、文化人類學專家，而不是經學家，因爲他已經放棄了經學
的傳統與根本。就算是做經學史的研究，也不能輕易放棄此一經學政治語
言對歷史産生的作用。經學，既作用於歷史；歷史，也作用於經學。而其間
的作用與反作用，基本上都是由政治語言來叙述。當然，就政治語言來看
《詩經》，《毛詩》體系的后妃教化之説也在此一範疇之内。問題是，上以風
化下的教化意識，是點綴盛世的化妝師，既不是一種合適於被詩人用以諷
諫的《詩》學主張，也與千百年來主諷諭的詩人傳統不能合拍，或許也不是
吾人重新審視《周南》、《召南》諸詩篇時，最好的切入角度。换言之，《詩經》
留給經學家最佳的遺産，不會因時代變遷而失色的，理當是此一維繫千百年
於不墜的風人傳統。或許在表逹詩人之志時，文字上有委婉直切之别，形式
上有頌美規諷之異，但這種來自於以道自任的自覺所産生的對權勢的疏離與
批判精神，永遠不會失去其光芒，也當是身爲經學家或經學研究者，在面對過
去、現在與未來時，展現其學術理念的價值基礎與奉行執守的恒久之道。
所以，若欲將此風人傳統之源頭重新做出一番梳理，其關鍵當在於對
《毛詩》體系后妃教化之説的揚棄，並且將《詩經》的諷諭精神重新導入對
《周南》、《召南》的解釋之中。皮氏《詩經通論》的論述策略，即是依此模式
來進行的。這樣的主張，不能簡單視爲是今文家的偏曲之見，而是一個經
學家回顧經學歷史與面對經學之運時的嚴肅思考。
且觀《國語·晉語》載晉文子之戒趙文子之言：
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
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於市，辨妖祥於謡，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
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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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韋昭注《國語·晉語下》，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１９８１ 年版，卷十二，第 １ 頁。
所謂的“政德既成，又聽於民”，就是指出任何上位者，不論是出於政治表
態抑或真有慕於聖王之治，都會表現出聽言納諫的態度，而不是享受臣下
的歌功頌德。《詩》之所以具有諷諫的功能，詩人之所以采取諷諭的立場
説詩，其故在此，所謂“盡戒之術也”。再觀《國語·周語》載邵公諫厲王
之言：
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
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
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
不悖。①
戴微以爲，從這裏可以看出，士大夫利用《詩經》對君王進行規諫是確定的，
也是春秋戰國時普遍采用的一種諷諫方式②。其心理基礎在於“爲川者決
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能够讓下情上達，百姓之心聲有上達的渠道，而
公卿至於列士的獻詩，則是最重要的渠道。當時的人普遍認爲，《詩經》中
的話語能産生使君王“事行而不悖”的功用。所以《尚書·堯典》曰：“詩言
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③鄭康成以爲《詩》道放於此④，是賦詩以言
志，所起遠矣，而詩之始作，即有諷諫之義，且其諷諫傳統，源遠而流長。三
百五篇遞傳至漢，諷諫之用未曾中絶，《韓詩》推詩人之意爲内外傳數萬言，
乃韓非《説難》、《孤憤》、《内外儲説》之類；《齊詩》四始五際之飾，班氏知其
假經立誼之理。而《魯詩》即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不假辭而飾言⑤。
這種主刺的解《詩》立場，乃是立足於兩漢官學却又淹微已久的今文
《詩》學的主流論述，也是對儒家温柔敦厚的《詩》教立場之高度發揮。（詳
第三節）尤其是《關雎》這首毛《詩》一系用以美后妃教化的扛鼎之作，更是
漢代今文《詩》學刺詩的代表，然而欲在後世毛《詩》學籠罩的氛圍下重新建
構此一風人論述，其實是一項艱難的任務。衆所周知，歐陽修《詩本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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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周語上》，卷一，第 ５ 頁。
戴微《詩經學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１５—１６ 頁。
《尚書正義》，第 ４６ 頁。
鄭玄《詩譜序》，孔穎達《毛詩正義》，第 ７ 頁。
江乾益《陳壽祺父子三家詩遺説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第三十期（１９８６
年 ６ 月），第 ４４—４５ 頁。
攻駁毛、鄭而開宋代《詩經》學之先河①，有關的研究多將這一開創性的貢獻
歸功於《詩本義》采用的説《詩》方法，即直據經文，探求本義②。這一方法，
上繼中唐捨傳從經之軌則，而下啓朱熹等人涵泳文義之經典閲讀法，表現
出不爲舊注成説所囿，直探經文本義的優點③。但是，單從這一方法本身，
似乎並不足以完全理解歐陽修與毛、鄭的分歧。《詩本義》對毛、鄭的批駁，
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與毛、鄭頗爲不同的説《詩》立場。歐陽修極大地淡化
了《毛詩》以“風化感動”爲核心的《詩》教追求，强調《詩》觀風知政、美刺時
事的諷諭特徵④。顯然，歐陽修雖非立足於三家《詩》學的立場與毛、鄭故意
爲異，但他對《詩經》諷諭特色的强調，却是與三家《詩》立場有某種程度的
暗合之處。
正是出於對《詩》的諷諭作用的認識，皮錫瑞乃意在打破《毛詩》“風化
感動”之説對風人之旨的遮蔽。他的論述策略首先在於突出《詩》義之難
明，認爲《詩》之本義難求，《詩》之義也比他經尤難明，進而認定不論三家或
《毛詩》、《左傳》所引雖是古義，却不見得是《詩》之正義。皮氏云：
《詩》本諷諭，非同質言，前人既不質言，後人何從推測？就詩而
論，有作詩之意，有賦詩之意。鄭君云，賦者或造篇，或述古，故《詩》有
正義，有旁義，有斷章取義，以旁義爲正義則誤，以斷章取義爲本義尤
誤，是其義雖並出於古，亦宜審擇，難盡遵從，此《詩》之難明者一也。
（第 １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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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皮錫瑞即言：“自漢以後，説《詩》皆宗毛、鄭。宋歐陽修《本義》始辨毛、鄭之失，而斷以己意。”
又言：“歐陽修《詩本義》，始不專主毛、鄭。”見氏著《經學歷史》，臺北：藝文印書館 １９８７ 年版，
第 ２６４ 頁；又《經學通論·詩經》，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２ 頁。
如在《本末論》中，歐陽修提出詩人之意與聖人之志的説法，“作此詩，述此事，善則美，惡則刺，
所謂詩人之意者，本也”；“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爲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求詩人之
意，達聖人之志者，經師之本也”。皮氏以詩人所作與孔子所纂皆爲正義之説，顯然是脱胎於歐
陽修所論。歐陽修《詩本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１５３ 頁。
相關討論，可參裴普賢《歐陽修詩本義研究》，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１９８１ 年版；趙明媛《歐陽修詩
本義探究》，桃園：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 １９９０ 年碩士論文；車行健《詩本義析論———以歐陽修與
龔橙詩義論述爲中心》，臺北：里仁書局 ２００２ 年版；趙制陽《歐陽修詩本義評介》，收入氏著《詩
經名著評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１９８３ 年版；黄忠慎《歐陽修詩經學評價》，收入《孔孟月刊》二
十四卷，第七期（１９８６ 年 ３ 月）；馬秀娟《歐陽修詩本義與宋代詩經研究》，收入《北京大學百年國
學文粹·語言文學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相關討論，可參劉寧《風化與諷諭———論歐陽修〈詩本義〉與〈毛詩〉説詩立場的分歧》，《思想史
研究》第四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１４８ 頁。
皮氏此則議論重點有二：其一，認爲《詩》本諷諭，非同質言。即《詩》之本
事，很難從詩歌的語言或文字中推測而得。正如吕思勉所言：“夫人生在
世，孰能無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而社會之中，束縛重重，豈有言論自由
之地？斯義也，穆勒《群己權界論》言之詳矣。故往往公然表白之言，初非
其人之真意；而其真意，轉托諸謡詠之間，古代之重詩也以此。夫如是，
《詩》安得有質言其事者。而亦安可據字句測度，即自謂能得作詩之義
邪？”①其二，認爲詩義多重，既有作詩之義，也有賦詩之義。而賦詩又有造
篇、述古之别，於是又有正義與旁義乃至斷章取義之分。若誤植旁義爲正
義，錯置斷章取義爲本義，則會造成對詩義的誤解。正是基於詩非質言的
諷諭性質易於産生詩義之誤植，所以即使旁義與斷章取義一如正義、本義
之並出於古，仍須審擇，難以一律遵從。在此認識前提之下，皮氏進一步檢
討三家與《毛詩》之義，而云：
三家雖所傳近古，而孰爲正義，孰爲旁義，已莫能定。以爲詩人之
意如是，亦莫能明。……《史記》載三家，以申培、轅固、韓嬰爲初祖，而
三家傳自何人？授受已不能詳，三家所以各成一家，異同亦無可考，況
今《魯故》、《齊故》、《韓故》無存於世，存於世者，惟《韓詩外傳》，而《外
傳》亦引詩之體，而非作詩之義。《毛傳》晚出，漢人不信，後世以其與
《左氏傳》合，信爲古義，豈知毛據《左氏》以斷章爲本義，其可疑者正坐
此乎？古義既亡，其僅存於今者，又未必皆《詩》之本義，説《詩》者雖以
意逆志，亦苦無徵不信，安能起詩人於千載之上，而自言其義乎？
（第 ２ 章）
皮氏指出，近古者如三家，其所傳孰爲正義，孰爲旁義，已莫能定。究竟詩
人之意是否如此，亦莫能明。更何況三家所傳，不但授受源頭不明，甚且遺
佚殆盡，僅剩的《韓詩外傳》也是引詩之體，而非作詩之義。當然，在承認無
法辨識三家所傳究竟是正義抑或旁義的同時，皮氏亦不忘指出《毛傳》與
《左氏傳》的不可信，乃因毛據《左氏》以斷章爲本義，而其可疑者也正在此。
吳萬鍾分析散見於先秦至漢初賦《詩》、引《詩》等相關記載，認爲先秦引
《詩》的用詩方式和解説内容對毛氏解《詩》産生直接影響。同時認爲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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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吕思勉《經子解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２０ 頁。
《詩三百》句子在先秦、漢典籍裏反覆引用，這些引用本身在儒家傳統裏增
强了它們的權威，並且《詩三百》也逐漸具有更高的權威。被引用的詩句不
受詩句本義的制約，而引《詩》者從詩句中自由地導出引申義。因而我們可
以看到，雖然引用本身具有維持文化連續性的作用，但是其維持文化連續
性的作用並没有限制對引用詩句作出解釋的可能。詩句離開了原詩的環
境而置於新的文章脈絡中，其句義發生變化。這種句義的變化不僅由於時
間的流逝而産生不同理解，並且更直接地受到不同文章脈絡的影響而産
生①。吳萬鍾之説，很好地説明了《毛詩》的淵源以及在流傳過程中，不斷透
過引申衍義的産生以加强其權威性的過程。然究其本質，《毛詩》仍不脱離
先秦賦《詩》斷章之影響。故皮氏又説：
若《左傳》、《國語》、《禮記》、《孟子》、《荀子》諸書所引，又在漢初
以前，更近古而可信據矣。而《左氏》襄二十八年傳，明載盧蒲癸之言
曰“賦詩斷章”，則傳載當時君臣之賦詩，皆是斷章取義，故杜注皆云
“取某句”，《左傳》與《毛詩》，同出河間博士，故二書每互相援引。《左
傳》如衛人所爲賦《碩人》、許穆夫人賦《載馳》，既有牽引之疑，而《毛
傳》解詩，亦多誤執引詩之説，如《卷耳》執《左傳》“周行官人”一語，以
爲后妃求賢審官，《四牡》“懷和周諏”誤執《國語》爲説，皆未免於高叟
之固，是以經證經雖最古，而其孰爲作詩之義，孰爲引詩之義，已莫能
定，以爲詩人之意如是，亦莫能明。（第 ２ 章）
正如郭晉稀所言：“春秋行人賦《詩》，多斷章取義，不過以《詩》爲我注脚，
並不是行人爲《詩》作注脚，故彼此矛盾，用意互不相同。歷代學者於孔子
最尊敬之。七十子者，孔丘之門弟子，傳孔氏之學，亦信賴之。孟軻荀卿爲
儒家鉅子，注《詩》者亦多上考其説。凡此諸人，與作《詩》者時代差爲接近，
古書未經秦火，較今差爲完備，其於解釋三百篇或者較之後人爲有依據。
然自孔氏至孟、荀引《詩》，猶之春秋行人引《詩》，也不是專爲《詩》作注解，
又何嘗不斷章取義？行人引《詩》在孔子以前，尚不必盡得《詩》意，必謂孔
丘、七十子、孟軻、荀卿引《詩》皆合《詩》旨，非愚則誣也。”②换言之，春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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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詩到經———論毛詩解釋的淵源及其特色》，第 １８—１９ 頁。
郭晉稀《序》，收入陳戍國《詩經芻議》，長沙：岳麓書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１ 頁。
人、孔子、七十弟子、孟軻、荀卿之引《詩》尚不必盡得《詩》意，三家與《毛
傳》之解《詩》，又何能必其所解能得《詩》旨？何況《左傳》所引賦《詩》，既
有牽引之疑；《毛傳》解詩，亦多誤執引《詩》之説。所以，以經證經此一治經
之最高原則，並不適宜用在詩人之意的發掘上，因爲孰爲作《詩》之義，孰爲
引《詩》之義，皆莫能明。
在皮氏的概念中，《詩》有本義、正義、旁義之分。所謂本義，乃指《詩》
的最初意義。换言之，《詩》之作義爲本義，釋《詩》能得《詩》之作意者爲正
義。另外，詩歌創作之後，在長遠的流傳過程中，經過許多人的研究、運用
而使《詩》意有所改變、扭曲者，則爲旁義。然而要斷定哪一家的説法才是
《詩》之本義，則是難以稽考。班固習今文《詩》却指三家之説“咸非其本
義”；可知三家所傳雖近古，但孰爲正義或旁義，已難確定。而《左傳》、《國
語》諸書比《漢書》的年代更早，理應較可信。但事實上，《左傳》賦《詩》多
爲斷章取義而非《詩》的本義。所以在皮錫瑞看來，不論三家或《毛傳》，所
傳雖近古，究非詩人作《詩》之意，其緣故在於所處時空環境之不同，後人無
法理解詩人當時之環境，所以對《詩》旨之掌握就會産生偏差。皮氏云：
朱子曰：“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
説。”蓋古以《詩》、《書》、《禮》、《樂》造士，人人皆能誦習，《詩》與《樂》
相比附，人人皆能弦歌。賓客燕享，賦《詩》明志，不自陳説，但取諷諭，
此爲春秋最文明之事，亦惟其在《詩》義大明之日，詩人本旨，無不了然
於心，故賦《詩》斷章，無不暗解其意，而引《詩》以證義者，無不如自己
出，其爲正義，爲旁義，無有淆混而歧誤也。（第 ２ 章）
畢竟後人解《詩》，與詩歌初創時間遠隔，當時人人誦習，聞而知其説，即使
賦《詩》斷章，但取諷諭，却本旨了然，無不暗解其意，即引《詩》以證義者，亦
如《詩》自己出，正義、旁義無有混淆歧異。後世環境已不相同，雖諷諭之旨
猶在，然詩人作《詩》之本事已泯。皮錫瑞在此預設的潛臺辭是：既然詩人
作《詩》之意難以掌握，則《毛詩》、《左傳》所傳即使義最近古，亦不知其究
竟爲正義、爲旁義，以故亦不必優於三家所釋。那麽，後人治《詩》該遵守的
就不必然是《毛傳》、《鄭箋》的解釋框架，而應是從古人賦《詩》保留下的諷
諭特色這一角度來探索詩人作《詩》之義，而在這方面，皮氏認爲三家是較
毛氏爲優長的。
·８１１· 　 經學的傳承與開拓（嶺南學報　 復刊第三輯）
皮氏對《毛詩》系統最大的挑戰在於對《關雎》一詩性質的認定上。按
王應麟《詩考》所輯三家《詩》有論《關雎》之言，如《韓詩》論《關雎》云：“詩
人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隱蔽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於私宫，后
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内傾於
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説淑女，正容儀，以刺時。窈窕，貞專貌。淑
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又《魯詩》論《關雎》云：“佩玉晏鳴，《關雎》歎
之。”至於習《齊詩》之匡衡亦曰：“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
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部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
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
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
容儀，晏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
王教之端也。”①三家《詩》一致認爲《關雎》爲刺時之作，具有勸戒意義。三
家《詩》前輩或泛言以戒，如言見“大人内傾以色”，而“詠《關雎》，説淑女，
正容儀，以刺時”；或具體指刺，如言“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
然，故詩人歎而傷之”。或言“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②。然而《詩
大序》乃言：“《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
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③又曰：
“《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優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
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④表現的是文王后妃大姒之婦德，因此《關
雎》是美而非刺，是上以風化下，而非下以風刺上。
按皮氏云：“《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在，無傳之
者，後卒亡於北宋，僅存《外傳》，亦非完帙。於是三家古義盡失，言《詩》者
率以《關雎》刺詩爲三家詬病，謂誤以正詩爲刺詩，違詩人之本旨。（吕祖謙
曰：《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爲刺。）其意蓋以《關雎》爲正風之首，不
得以刺詩當之也。”（第 ４ 章）蓋謂後世有人認爲刺時非三家本義，而推崇
《大序》之言，故皮氏《詩經通論》第三章特標“論《關雎》爲刺康王詩，齊、
魯、韓三家同”爲題，徵引自《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淮南子·氾論訓》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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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應麟《詩考》，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１９８２ 年版，第 ７５ 册，第 ５９９、
６１１、６１３ 頁。
其詳可參《詩三家義集疏》，第 ４—８ 頁。
《毛詩正義》，第 １２ 頁。
同上書，第 １９ 頁。
歐陽修《詩本義》、晁説之《詩説》計十八條文獻以證齊、魯、韓三家以《關
雎》爲衰世之詩，康王時作。其中，引《魯詩》説者如王充《論衡·謝短》云：
“《詩》家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宴，故
《詩》作。”袁宏《後漢紀》楊賜上書曰：“昔周康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
人不鳴璜，宫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引《韓詩》説者，如《後漢
書·明帝紀》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薛君《韓詩章句》：“詩人言
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必於河之洲隱蔽無人之外。故人君退朝，入於私
宫，后妃御見，去留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明。今時
大人内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説淑女，正容儀以刺時。”至於《齊
詩》，如稍前王應麟所引匡衡之説外，皮氏又補充緯書所言一條。《春秋
緯·説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曰：“應
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
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以緯證經，正與《魯》、《韓》説合，《齊詩》
既多同緯説，其不得有異義可知。最後，引歐陽修之説言：“《齊》、《魯》、
《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又引晁説之《詩説》，總結以《齊》、《魯》、
《韓》三家以《關雎》皆爲康王詩，其説不誤。（第 ３ 章）
對於皮氏的舉證，我們當然可以如蔣伯潛所言，謂《關雎》爲后妃之德，
爲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與《魯詩》、《韓詩》之以《關雎》爲刺詩者異，此蓋今
古文説之不同耳①。也就是把《毛詩》的美后妃之德與三家視《關雎》爲刺
詩之異，局限在經學派别之見的視野中。我們也可以進一步如劉立志所
論，認爲三家與政治結合密切而《毛詩》稍迂遠的説法，並非確切之論。因
爲四家對《詩》旨理解的偏差均屬於政治教化規範下的細節出入，都服務於
政治教化的實用目的，難分軒輊，貼合政治意味未必有遠近之别②。正如同
筆者稍前所論，不管《毛詩》抑或三家，他們對《詩》旨的理解，都是一種政治
語言，所差别者在於，這種政治語言是以何種角度爲出發點而已。只是當
我們揆諸歷史文獻時，爲何有如此多的例證説明漢人視《關雎》爲刺詩，豈
非漢代主流之《詩》學觀點正是準確地抓住了“下以風刺上”此一風人之旨，
而爲今文家的經説所承載？王先謙批評《毛傳》之解釋云：“《毛傳》匿刺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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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立志《詩經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１２１ 頁。
美，蓋以爲陳賢聖之化，則不當有諷諫之詞，得粗而遺其精，斯巨失矣。”①蓋
亦以《毛傳》之巨失爲隱匿了詩人的諷諭精神。從這個角度來看司馬遷所
云“《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由作”②，倒也不僅只是借此發抒身世
之感懷而已，也可謂是漢代官方意識形態看待《詩經》性質與功能的共識。
换言之，官方的今文《詩》學立場對詩歌的性質與功能一直有清楚的認識，
就是以三百篇當諫書。於《關雎》，則有臣子之主文譎諫，而無后妃之德風
天下。
三、温柔敦厚長於諷諭
仔細分析皮氏所引以爲《關雎》爲刺康王之詩諸説，則《史記》並未言刺
康王，《淮南子》亦僅言“周道缺而作”，至劉向《列女傳》始言刺康王，張超
又加上畢公所詠，可見《關雎》刺康王之説，愈後愈詳。故趙制陽以爲：“如
以歷史的眼光看，這些人事的編叙，顯然出於後人的附益，不足采信。”③至
於匡衡所言，乃歌頌后妃夫人之德，實遠三家④；而歐陽修雖有以《關雎》爲
思古刺今之詩⑤，却又以爲《二南》作於紂之時⑥，是其説亦前後不同，而皮
氏掩之。另外，朱子在《詩集傳·序》中言曰：“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
巷歌謡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⑦依此原則，則《關雎》顯
係男子追求女子的戀愛詩，既非《毛詩》美后妃之風化，也非三家之刺康王
晏起，當代以文學視角言《詩》者，亦多主張爲男女愛戀之詩。
换言之，以諷諭論《關雎》，頗不符合現代人對《詩經》的品味。但這並
無妨於皮氏依其理念建構其《詩》學藍圖，而皮氏之説能否成立，其關鍵也
在於研究者采取什麽樣的立場來看待其《詩》學意圖。這不止是方法學或
學術門徑的問題，更是學術價值觀的問題。這一點對皮氏而言如此，對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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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經典的當代學者而言，亦是如此。對皮氏而言，諷諭是《詩》教的完美展
現，是其論《詩》除孔子删《詩》之説外，最重要的《詩》學主張。在他的認知
裏，《關雎》既非停留在里巷歌謡的層次，他對刺詩的理解，也與朱子所言怨
刺之詩，輕躁而險薄，有害於温柔敦厚者，明顯不同①。
皮氏有“論《詩》教温柔敦厚在婉曲不直言，《楚辭》、唐詩、宋詞猶得其
旨”一章，詳細討論温柔敦厚與諷諭精神的内在關係。其言曰：
言“《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本托諷，聖人恐人
誤會，故以無邪正之。毛、鄭解《詩》，於此義已不盡合，朱子以鄭、衛
詩爲淫人自言，王柏乃議删鄭、衛矣。惟言“小子何莫學夫《詩》”一
章，興觀群怨，事父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本末兼該，鉅細畢舉，
得《詩》教之全，而人亦易解，其大者尤在温柔敦厚，長於風諭。
（第 ３３ 章）
按《禮記·經解》云：“其爲人也，温柔敦厚，《詩》教也。”孔穎達解釋
爲：“《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詩》教也。”②温柔
敦厚，既可以從道德涵養言之，也可以是情感表達的方式。雖然《詩》
本托諷，本事難以指實，但在情感的表現上，却是温柔敦厚，故孔子以無
邪正其名義。皮氏對毛、鄭、朱子乃至王柏之解《詩》，殊無好評；惟獨
對朱子解《論語》“小子何莫學夫《詩》”一章，以爲“本末兼該，鉅細畢
舉，得《詩》教之全”。而最稱許之處，就在於朱子用“温柔敦厚，長於風
諭”來爲《詩》教作定義。换言之，皮錫瑞所謂之刺詩，並非怨刺之詩，
而是秉持温柔敦厚之教所進行之諷諭。關於這一點，清中葉的詩人王
芑孫，亦有深入之剖析。如云：“有言之所及，有言之所不及。言之所及
而有其所不言者存焉，言之所不及而有其所欲言者出焉。《詩》之教固
·２２１· 　 經學的傳承與開拓（嶺南學報　 復刊第三輯）
①
②
按：朱子必欲排除《論語》所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的印象，認爲《國風》中一些
談情説愛的詩不符合禮義，乃將這部分的詩定爲淫奔之詩，主張删除。其言云：“又其爲説，必使
《詩》無一篇不爲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是使讀者疑於當時之人絶
無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之意。而一不得志，則扼腕而切齒，嘻笑冷語以懟其上者，所在而成群。
是其輕躁險薄，尤有害於温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辨。”見朱熹《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１ 册，第 ３６１ 頁。
孔穎達《禮記正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８４３ 頁。
如是，其温柔敦厚也。顧有謂發憤所作。發憤者，温柔敦厚之作而極其
致者也。”①王氏此處指出的言之所及與言之所不及的所存所出，其中正隱
藏著作者的諷諭之意。而發憤者是温柔敦厚之作所極其致者，同樣也不是
以怨刺來理解刺詩之意。正如同《詩含神霧》所言：“詩者，持也。在於敦厚
之教，自持其心。諷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②其意蓋謂以敦厚之教自
持其心的諷刺之道，是扶持邦家的重要手段。那麽，温柔敦厚的諷刺之道，
豈非即朱子所言的温柔敦厚，長於風諭？
又皮氏在此章詳引焦循對《詩》“温柔敦厚”的理解，以爲所言最有見
地。按焦循《毛詩補疏序》曰：“夫《詩》，温柔敦厚者也，不質直言之，而比
興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務勝人，而務感人。”③此説出彩之處，在於將比興
手法與温柔敦厚作有機連結，使得温柔敦厚不只是停留在《詩》教的原則或
宗旨層次上，也是一種表達諷諭的態度或手段。接著他進一步陳述温柔敦
厚與《詩》之言刺的對應關係：
循按《兼葭》、《考槃》，皆遯世高隱之辭，而《序》則云《考槃》刺莊
公，《兼葭》刺襄公，此説者所以疑《序》也。嘗觀《序》之言刺，如《氓》、
《靜女》刺時，《簡兮》刺不用賢，《芄蘭》刺惠公，《匏有苦葉》、《雄雉》
刺衛宣公，《君子于役》刺平王，《叔于田》、《大叔于田》刺莊公……
《抑》衛武公刺厲王，求之詩文，不見刺意，惟其爲刺詩，而詩中不見有
刺意，此《三百篇》所以温柔敦厚，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也。④
據焦循之説，《詩》之温柔敦厚體現在不直言，而以比興言之，不言理而言
情，不務勝人而務感人，故《詩序》有怨刺之説，但《詩》並無怨刺之言，所謂：
“學《詩》三百，於《序》既知其爲刺某某之詩矣，而諷味其詩文，則婉曲而不
直言，寄托而多隱語，故其言足以感人，而不以自禍。”⑤焦氏之説，可謂對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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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注。按：焦循又批評宋、明之人不知《詩》教温柔敦厚之義，士大夫以理自持，以倖直抵觸其
君，以自鳴其直，相習成風，性情全失，皆由相率疑《小序》之故。
熹言怨刺之詩，輕躁而險薄之説，作有力之反駁。故對於焦循之説，皮氏評
而論之曰：“《詩》婉曲不直言，故能感人。焦氏所言，甚得其旨。”（第 ３３
章）也就是説，所謂的刺，所謂的諷諭，並非諷刺之意，而是以比興之法，不
言理而言情，務在感人而不務勝人。這就讓我們想起了《戰國策》裏有名的
《觸龍説趙太后》，雖非言《詩》之作，其動之以情的比興手法，務在感人而不
務勝人的諷諫原則，正是與此温柔敦厚的諷諭精神相近似。至於經學立場
近於今文學的蔣伯潛，對於《詩》之諷諭，亦有類似的看法，其言云：
温柔敦厚《詩》之抒情，多委婉曲折以達之。即如《鴟鴞》、《黍
離》，對於新國故都，有極熱烈的憂憤悲苦之情，而前者托物爲諭，後者
隱約其辭，以抒其誠摯之心情，故《詩》教以温柔敦厚見長。所謂温柔
者，非專指男女之情而言也。吾人讀《詩》，如能注意其抒情之温柔敦
厚，不但有裨於文學，亦可以陶冶吾人之性情也。治狂狷之病者，更需
體此温柔敦厚之教。①
觀乎此，則知皮氏所謂諷諭者，即是以温柔敦厚抒其情，委婉曲折以達之，
所謂“托物爲諭，隱約其辭”者。另外，温柔者，亦非專指男女之情而言，而
是指抒情之態度言。皮氏接著發論説：
《三百篇》後得《風》、《雅》之旨者，惟屈子《楚辭》。太史公云：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
之。”……《楚辭》……實兼有《國風》、《小雅》之遺，其後唐之詩人，猶
通比興，至宋乃漸失其旨，然失之於詩，而得之於詞，猶《詩》教之遺也。
（第 ３３ 章）
按張惠言的《詞選序》一向是常州詞派重要的理論綱領，張氏以比興解詞，
所謂“意内而言外謂之詞”，而張氏所謂的“意”，其實是基於儒家的《詩》教
觀，即《詞選序》中説的“《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而所以“道賢
人君子幽約怨誹不能自言之情”②者，此亦稍前引焦循論《詩》所言寄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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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隱語之意，而馬端臨更直言“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叙述，諷諭之意浮
於指斥”①。諸家所論，皆有一共同的原則，即此儒家《詩》教是恒定在“下
以風刺上”的風人之旨的意義底下。是皮氏論《詩》主諷諭，亦有傳統文學
源自經典的《詩》教觀此一堅實的理論爲之鋪墊，而不必僅視爲今文經學的
門户之見。只是此一變風之義、騷人之歌的《詩》教觀，在《詩經》的詮釋史
中，因爲對《周南》、《召南》出以教化之理解而失色不少。
所以，在“論風人多托意男女不可以文害辭”中，皮氏以子之矛攻子之
盾，批評朱子對《楚辭》與《詩經》在風人托意男女上不能同等對待。其言：
朱子《楚辭集注》曰：“楚人之詞，其寓情草木，托意男女，以極遊觀
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叙事陳情，感今懷古，以不忘乎君臣之義
者，變《雅》之類也。其語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而其變也，又有
甚焉。其爲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也。比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興則
托物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之方屬
也。”朱子以《詩》之六義説《楚辭》，以托意男女爲變《風》之流，沅芷澧
蘭思公子而未敢言爲興，其於《楚辭》之托男女，近於褻狎而不莊者，未
嘗以男女淫邪解之，何獨於《風》詩之托男女近於褻狎而不莊者，必盡
以男女淫邪解之乎？（第 ３５ 章）
按皮錫瑞根據《漢書·食貨志》“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
傷”②，以及何休《公羊解詁》“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③之記載，承認
《風》詩實有民間男女之作。然皮氏以爲，作者雖爲民間男女，而其怨刺者，
不必皆男女淫邪之事。换言之，皮氏並不停留在里巷歌謡的層次看待《風》
詩。然而朱子却以詞意不莊，近於褻狎者，皆爲淫詩，且爲淫人所自作，故
而批評陳傅良之解《詩》，凡詩中所説男女事，不是説男女，皆是説君臣之見
解爲偏見④。然如皮氏以上所論，朱子論《楚辭》亦有托意男女的情況，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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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詩》之嚴而待《楚辭》以寬？故爲皮氏所批評。皮氏更進一步舉後世托
意男女之詩爲證，以明詩中所説男女事，不是説男女之諷諭手法。其言云：
後世詩人得風人之遺者，非止《楚辭》，漢唐諸家近於比興者，陳沆
《詩比興箋》已發明之。初唐四子托於男女者，何景明《明月篇序》已顯
白之。古詩如傅毅《孤竹》、張衡《同聲》、繁欽《定情》、曹植《美女》，雖
未知其於君臣朋友何所寄托，要之必非實言男女。唐詩如張籍“君知
妾有夫”一篇，乃在幕中却李師道聘作，托於節婦而非節婦；朱慶餘“洞
房昨夜停紅燭”一篇，乃登第後謝薦舉作，托於新嫁娘而非新嫁娘，皆
不待箋釋而明者。即如李商隱之《無題》，韓偓之《香奩》，解者亦以爲
感慨身世，非言閨房，以及唐宋詩餘，温飛卿之《菩薩蠻》，感士不遇；韋
莊之《菩薩蠻》，留蜀思唐；馮延巳之《蝶戀花》，忠愛纏綿；歐陽修之
《蝶戀花》，爲韓、范作，張惠言《詞選》，已明釋之。此皆詞近閨房，實非
男女，言在此而意在彼，可謂之接跡風人者，不疑此而反疑風人，豈非
不知類乎？孟子曰：“故説《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
是爲得之。”以托意男女而據爲實言，正以文害辭，以辭害志，而不知以
意逆志者也。（第 ３５ 章）
皮氏在此列舉後世托意男女之作，説明風人托意的諷諭手法，已經得到良
好的繼承與發揮，不論是漢之樂府、古詩，抑或唐人詩歌、宋人之詞，皆有接
跡風人之作，而這可以視爲漢人以刺解《詩》傳統的延續，皮氏所謂唐詩、宋
詞猶《詩》教之遺的説法，也應由此觀之。而其關鍵，在於不可以文害辭，以
辭害志，而不知以意逆志者。所謂“言在此而意在彼”、“不可以文害辭”，其
實就指出了意義超脱表面文詞的現象。所以，諷諭之義，確切言之，即是以
比興手法，寓其意内言外之意。
基於此一以《詩》爲刺的諷諭觀點，皮氏進一步批評《詩序》、《鄭箋》、
朱子諸家不得《論語》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一語之正解，反致轇
轕。皮氏云：“《論語》言‘六經’，惟《詩》最詳，可見聖人删《詩》之旨，而不
得其解，則反致轇轕。如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毛序》已糾纏
不清，《鄭箋》改‘哀’爲‘衷’，朱注《論語》又以‘憂’易‘哀’，後人更各爲臆
説矣。”（第 ３３ 章）又言：“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稱《關雎》以
‘哀’、‘樂’並言，自來莫得其解。《毛序》衍其説曰：‘是以《關雎》樂得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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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其
解‘樂’、‘哀’二字，殊非孔子之旨，自宋程大昌以後多疑之，謂與夫子之語
全不相似，當爲衛宏所續，不出毛公。《鄭箋》知其不可通也，乃云：‘“哀”
當爲“衷”字之誤也。’然‘衷窈窕’仍不可通，且孔子明言‘哀’而改爲‘衷’，
與孔子言‘哀’不合。朱注《論語》：‘求之未得，則宜其有寤寐反側之憂；求
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孔子言‘哀’，不言‘憂’。朱以‘哀’字太
重而改爲‘憂’，亦與孔子言‘哀’不合。”（第 ６ 章）在皮氏看來，《毛序》以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
心”解“哀”、“樂”二字，是糾纏不清，殊非孔子之旨。自程大昌以下，儒者
多疑之，以爲與夫子之語全不相似，亦不出於毛公，當爲衛宏所續。至於
《鄭箋》云“哀”爲“衷”字之誤，以及朱子以“哀”字太重而改“憂”之説，皆
非確解。皮氏從字詞的訓釋上批評他們不但犯了擅改經字的毛病，且於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之義，亦未能説得通透①。
故皮氏又有“論班固云《關雎》哀周道而不傷爲哀而不傷之確解”一章，
詳論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之義。其言云：
竊嘗以意解之，《關雎》一詩，實爲陳古刺今。樂而不淫，屬陳古言。
《韓詩外傳》云：“人君退朝，入於私宫，后妃御見，去留有度。”此之謂樂而
不淫。哀而不傷，屬刺今言。班固《離騷序》“《關雎》哀周道而不傷”，馮
衍《顯志賦》“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哀即哀周道、湣王道
之義。不傷謂婉而多諷，不傷激切，此之謂哀而不傷。班氏於哀而不傷
中加“周道”二字，義極明晰。樂而不淫，《關雎》詩之義也，可見人君遠
色之正；哀而不傷，作《關雎》詩之義也，可見大臣托諷之深。（第 ６章）
皮氏依據班固《關雎》哀周道而不傷之説爲之引申，提出《關雎》爲陳古刺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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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皮氏對《詩序》以下歷代《詩》説，多有否定之語，於朱子亦然。唯否定中仍有肯定之意，以爲
朱子雖然“以理解《詩》”不得詩人之旨，但却能間用三家之説。乃引王應麟《詩考序》證之：“今
唯《毛傳鄭箋》孤行……獨朱文公《集傳》閎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匡衡；《柏
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賓之初
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
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此朱《傳》兼用三家之證也。原皮氏之意，以爲
朱子《集傳》雖未盡完善，但其間用三家《詩》義，實仍有勝於毛、鄭處，此蓋本其今文立場之論。
之詩的觀點，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分解成對過往的緬懷與對現實的感歎，
其思維之順序亦不難理解，即是面對現實的感傷而陳説古道以爲諷諫。他
認爲樂而不淫，是《關雎》詩之義；哀而不傷，是作《關雎》詩之義，是對前者
的興義之感觸，二義之間本無内在聯繫。後人却是併爲一談，又以“寤寐反
側”屬之文王，以爲文王求太姒，至於寤寐反側。如此，則《關雎》與《月
出》、《株林》相去無幾，正是樂而淫、哀而傷，與孔子稱其不淫、不傷，取之以
冠篇首之意相違背（第 １２ 章）。换言之，後世遵《毛詩》體系的學者以文王
求太姒，至於寤寐反側來解釋《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既非詩之本
義，也與哀而不傷之托諷精神背道而馳。在另一章節裏，皮氏亦有類似之
論。其言曰：
歐陽修曰：“《關雎》，周衰之作也。”太史公曰：“周道缺而《關雎》
作。”蓋思古以刺今之詩也。謂此淑女配於君子，不淫其色，而能與其
左右勤其職事，則可以琴瑟、鐘鼓友樂之爾，皆所以刺時之不然。先勤
其職而後樂，故曰《關雎》“樂而不淫”；其思古以刺今，而言不迫切，故
曰“哀而不傷”。（第 ７ 章）
當然，皮氏如此分疏，同時也面臨了《關雎》究爲正詩抑或爲刺詩的問題。
按吕祖謙曰：“《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爲刺。”①蓋以《關雎》爲正風之
首，不得以刺詩當之。然而極端遵從《毛序》的范處義，竟有如下之言：“《關
雎》詠太姒之德，爲文王風化之始。而韓、齊、魯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
故司馬遷、劉向、揚雄、范蔚宗並祖其説。近世説《詩》者以《關雎》爲畢公
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畢公爲康王大臣，册命尊爲父師，盡規固
其職也，而張超、蔡邕皆漢儒，多見古書，必有所據。然則《關雎》雖作於康
王之時，乃畢公追詠文王太姒之事，以爲規諫，故孔子定爲一經之首。”②皮
氏認爲范氏此説極通，爲千古特識，爲之申其義曰：“蓋作詩以陳古刺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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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吕祖謙《吕氏家塾讀詩記》，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２５ 册，第
１１３ 頁。
范處義《逸齋詩補傳》，收入《通志堂經解》，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１９７１ 年版，第 １７ 册，
第 １０１６６ 頁。按：范氏《詩經》學之特色與價值之相關討論，可參黄忠慎《范處義〈詩補傳〉的解
經特質及其在〈詩經〉學史上的存在意義》，《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十六期（２００８ 年 ６ 月），第
２２—５２ 頁。
畢公，删詩而定爲經首者孔子，在畢公視之爲刺詩，在孔子視之爲正詩，如
此解乃無疑於刺詩之不可爲正詩矣。”（第 ７ 章）皮氏又云：
言《詩》者率以《關雎》刺詩爲三家詬病，謂誤以正詩爲刺詩，違
詩人之本旨。其意蓋以《關雎》爲正風之首，不得以刺詩當之也。錫
瑞案：以漢人之説考之，三家並非不知《關雎》爲正風之首者。……
詩有本義，有旁義。……然則以爲正風之始，又以爲刺康王晏朝，二
者必皆是正義而非旁義，刺康王晏朝，詩人作詩之義也；爲正風之
始，孔子定詩之義也，安見既爲刺詩，遂不可以爲正風而冠全詩乎？
（第 ４ 章）
事實上，《關雎》爲正風之首，魯（太史公、劉向）、齊（匡衡、荀爽）、韓（《韓詩
外傳》）諸家皆有相應之記載。然而三家爲何仍以《關雎》爲刺詩？皮仍用
正義旁義之説爲論，以爲既以爲正風之始又以爲刺詩者，皆正義而非旁義。
刺晏起者，作詩之義；以爲正詩者，孔子定詩之義。故云：“安見既爲刺詩，
遂不可以爲正《風》而冠全詩乎？”皮氏以爲張超所言“防微消漸，諷諭君
父”，是作詩之義；“孔氏大之，取冠篇首”，則爲定《詩》之義。據漢人之遺
説，不難一以貫之。後人疑其所不當疑，開章第一義已不能通，又何足與言
《詩》？（第 ４ 章）所以，視《關雎》爲正風之始，與三家主《關雎》爲刺詩，在
解釋上雖有矛盾，然三家爲作詩之義，孔子爲定詩之義，皮氏以二者皆正詩
解之。如此，亦可解皮氏主《關雎》列諸正風之首，四始之説爲孔子所定，必
不可不遵之立場。
雖然皮氏在許多地方都主張《關雎》居四始之首，爲正風之始（第 ４、５、
７、１２ 章），但亦無妨於他主張《關雎》爲刺詩。然其以《關雎》爲正風之始之
説，實多此一舉。因爲司馬遷只説“《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
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①，並没有説《關雎》爲正風之
始。蓋正風、變風之説，始於《毛序》，皮氏既取三家説《關雎》以刺康王，則
不必囿於《毛詩》正變説詩之例，亦不必將陳古刺今兩分以釋“樂而不淫，哀
而不傷”矣。
又皮氏曾言，後世説經有二弊，一以世俗之見，測古聖賢，一以民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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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記·孔子世家》，第 １９３６ 頁。
事律古天子諸侯，各經皆有，然而《詩》爲尤甚。除了對《關雎》、《卷耳》，以
文王求太姒、后妃登山望夫酌酒銷愁的解釋大表不滿之外。又有：
如疑詩人不應多諷刺，是不知古者“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之
義也。疑淫詩不當入國史，是不知古者“男女歌詠，各言其傷”，行人獻
之太師之義也。疑陳古刺今不可信，是不知“主文譎諫，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戒”之義也。疑作《詩》不當始衰世，是不知“王道缺而《詩》
作，周室壞而《春秋》作”，皆衰世所造之義也。疑康王不應有刺詩，是
不知“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則傷始亂”之義也。後儒不知
詩人作詩之意、聖人編《詩》之旨，每以世俗委巷之見，推測古事，妄議
古人。故於近人情而實非者，誤信所不當信；不近人情而實是者，誤疑
所不當疑。見毛、鄭之説，已覺齟齬不安，見三家之説，尤爲枘鑿不入，
曲彌高而和彌寡矣。（第 １２ 章）
這是皮氏個人對《詩》義之執著，其是非此處不予深論。重點在於此則論述
中，皮氏所列諸項，都是對《詩經》性質的擬定，而其重點，一爲衰世所造，一
爲陳古刺今，而絶無美后妃教化之意。觀其所維護者，皆詩人諷諭勸戒之
事，而後知以諷諭言《詩》，乃皮氏《詩經》學論述之關鍵。
四、結　 　 語
三家與毛、鄭説《詩》，不論美刺，多引申義，正如《説文》所釋，亦多引申
而以爲本義，然若不執著於本義、正義、旁義，又何妨於所講非本義，只要立
場擺明，即可言《詩》。尤其對《詩經》應該站在什麽樣的立場看待，應該給
予充分的尊重，不能執一以概其餘。今文家是以諷諭的心情來對待，所謂
緣詩人之義者，正是如此。既然連當代的許多小説研究都會援引薩依德的
後殖民東方主義作政治論述，一定要賦予某種意涵在其論述之内，那麽漢
人談《詩》，以托諷見其微言大義又何足怪？此一綿延已久的《詩經》學傳
統，又何必無意義？否定諷諭美刺之説者，不見得能體認到自己所立足的，
已不是經學家之經學史立場。或許研究者應有自己先是經學家，然後有經
學史視野的意識，才能作平情之論述。討論皮錫瑞的《詩》説，就應該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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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這樣的角度，並且應從其整體今文經學立場討論之，以見其依據自身理
念以建構經學藍圖的企圖心。否則只摘取其部分言論，只能見其牽强武
斷，而疏忽了皮氏首先是個具有獨特史觀的經學家，其論述之目的在於今
文學理論的建構，故不可執一端以害之，而應就全體以觀之。
（作者單位：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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